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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战时动员的相位———冲击与遗产”
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士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由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早稻田大学东亚国际关系研究所、新学术领域

研究“和解学的创成”、早稻田大学国际和解学研究所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抗日战争研究》编
辑部联合主办的“东亚战时动员的相位———冲击与遗产”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早稻田大学召开。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等 １６ 位国内学人与会。

这次研讨会日方很重视，由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信州大学人文学部特任教授久

保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新学术领域研究“和解学的创成”负责人浅野丰美，早稻田

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东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副教授中村元哉

组成了筹备委员会。 为了更充分地准备，原定 ９ 月召开的研讨会经日方提议改在 １０ 月 １２—１３ 日

召开。
中方也根据王建朗指示，进行了积极准备，《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负责具体筹办工作。 原定

两天的研讨会由于超强台风的影响改为只在 １０ 月 １３ 日一天进行。
研讨会首先由王建朗研究员致开幕辞。 王建朗充分肯定了会议的筹备工作，指出参会论文主

题集中，涵盖了中日战争时期以及战后一个时段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动员的方方面面，反映了

抗战史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参会人员以年轻人为主体，涵盖各个年龄层，希望全体与会人员能在

会议中充分交流、探讨，增进中日双方的学术互动。 浅野丰美代表日方致辞，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

学者。 共有 ７０ 多人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后，久保亨、杨奎松作了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后，研讨会分组进行，气氛热烈，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以下做一具体介绍。

一、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战争动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群众组织有什么用———１９４４ 年的一场争论》指出，抗战

时期，群众路线成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群众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 抗战初期，群众

组织帮助中共迅速打开局面，创建、发展根据地；抗战中期，配合党和政权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向深

入发展；抗战后期，随着中共控制力的不断增强，群众组织地位逐渐下降，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众多的

群众组织不无扞格。 １９４４ 年，陕甘宁根据地围绕着是否需要保留群众组织展开过一次讨论，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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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也在事后有或明或暗的表态。 争论的结果，群众组织并未被取消，１９４９ 年后，还曾一度成为历史

风云中的主导者。 其间可以看到群众及群众组织在中共革命中始终具有的张力。
陕西师范大学黄正林的《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战时全面动员》，讨论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战

时动员，指出在抗战初期，中共战争动员的目标是激发农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促使农民

很快理解和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中共启动了新的动员模式，把一个由士绅阶

层控制的乡村社会改造成现代乡村社会。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金伯文《〈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阅读与接受》一文指出，如何动

员军民应对抗日战争，并在战争中成长壮大，是中共高层最为关注的问题，其中，《论持久战》所起

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所做出的极具前瞻性与全局性的战略判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高级干

部多被要求自修并深入研习《论持久战》，下级干部一般通过教材与课程的学习了解《论持久战》，
书中核心思想作为课程内容被“简化”，融入到教材与讲授之中。 在基层兵民教育中，《论持久战》
的核心观点被进一步“简化”，成为民族意识教育、政治常识与文化知识学习的一部分。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宋弘的《“灭敌人耳目”：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研究了战时中共华

北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梳理了打狗运动的缘起、民众动员的过程、打狗手段及对狗的处理。 指

出在打狗运动中，最困难的工作是如何说服民众接受打狗，面对民众一系列不情愿的行为，中共采

取多种路径做民众的思想工作，尽管在中共的民众动员中也存在着“强制性动员”的情况，但仍然

是以“说服性动员”为主，体现了战时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

二、 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的《备战：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兵役制的出台与实

施》，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即正式开始订立兵役法的程序，１９３３ 年 ６ 月颁布的兵

役法是结合各类意见后以征兵制为核心，兼采民兵制、保留募兵制的混合兵役法。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国
民政府在一部分地区试行征兵，但效果有限。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募兵仍在多数地区实行，成为国

军兵员的重要来源。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高翔的《蒋介石与全面抗战前中国军事工业建设》，认为九一八事变前，

蒋介石对军事工业的关注重点放在经营中央兵工厂和接收地方兵工厂。 之后，蒋介石重点寻求中

德军事工业合作、兴建新式兵工厂和接收地方兵工厂。 他邀请德国名将塞克特出任军事总顾问，拟
定了《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以此作为中国建设完备军事工业的基本蓝图。 由于中德军事合

作工业建设的款项仅能兴建一座炮弹工厂，加之七七事变后不久德国即中止与中国合作，最终成果

寥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潘晓霞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移运》，指出 １９３７

年前，面对有可能爆发的大规模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已经展开财政动员。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紧

急部署从华北撤出现钞。 同时，国民政府从沿海地区向内地集中现金。 除此以外，国民政府还组织

了现银外运，即将内地现银运往香港，乃至美国。 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全面战

争爆发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
南京理工大学陈钊的《派系对峙与战时国立联合大学的命运———以西北联合大学为中心》指

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采取联合大学的形式将北平、天津主要大学内迁西安、长沙，以使其能

继续办学。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加上中央研究院部分力量，合组国立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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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教育部如此分组的背后，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国立大学间

所谓英美派、法日派对峙实情的迁就。 两派系的对峙也影响到了战后大学复员。 抗战胜利后，英美

系利用蒋介石对原北平大学后台李石曾的不满，成功地把原北平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并使之永留

西安，两派系在对峙 ２０ 年后，以英美系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浙江师范大学王荣华的《战时粮食动员与粮食部对重庆机制面粉业的管控》指出，从 １９４１ 年

起面粉原料采购困难，重庆的面粉厂成立四厂联合办事处，以遵行政府法令、平定麦价、积储面粉原

料为宗旨，使生产得以继续。 ７ 月 １ 日粮食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力图使各面粉厂置于粮食部、财政

部控制下的同业公会等组织管制之中。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国民政府派员至重庆各面粉厂，饬令迅即组

织成立面粉工业同业公会。 欲结成联盟以求自治自保的各面粉厂，最后被纳入政府部门严密管控

之中。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研究员藤井元博的《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建设：美国·

内战·动员（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一文，认为蒋介石等人并不完全接受美军所要求的改革，而是在保持本

军独立性的同时构筑“建军的基础”。 中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推进的军事建设，一方面在北

伐以来国民政府着力的军事编制改革和引入外国顾问团等改革的延长线上；另一方面，通过美军支

援进行的“建军”，国民政府也为战后军事建设和与中共的对决做了准备。

三、 日占区的战争动员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吴婉惠的《糖衣下的炮弹：日军宣抚班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战争宣传》认
为，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对占领区民众的宣传，成为宣抚班的重要工作。 宣抚班希望通过宣传控

制沦陷区人民的思想，制造有利于日本的舆论基础，以此维护和巩固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 日本相

信通过有意识的思想宣传，能达到树立日军的“文明”形象、清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影响、营造亲日氛

围、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的目的。 宣抚班的战争宣传依赖于日本的军事力量，由于宣传内容

与其军事行动、殖民掠夺相矛盾，不可能有显著效果。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谢任《庆典中的政治：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与中国沦陷区》指出，１９４０ 年

的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在日本国内、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伪满洲国以及 １９３７ 年全面抗战之

后的中国沦陷区都有反响，但不同地区表现出的差异性也同样明显。 在汪伪的沦陷区，庆典没有起

到发挥战争动员与刺激经济的作用，而是变成了展示日伪关系的政治表演。
日本明治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圣东的《伪满军中的日系军官：“独立国家”与“大陆的弃子”》，集

中讨论了伪满军中日系军官的战前战后经历。 伪满采取所谓“独立国家”的形式，而日本人又是所

谓五族之一，因此从理论上使日本人可以持有伪满军的军籍。 因为军籍的不同，日系军官在战后不

能得到和一般退伍军人同样的待遇，他们曾经是日本侵略大陆的“尖兵”，战后又被其政府抛弃。
日本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助教邹灿的《中日战争与台湾的精神动员：兼论与日本本土的比较》指

出，中日战争爆发后，台湾社会的民心出现了明显的动摇。 此时，恰逢日本政府要求在台湾岛内开

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该运动便以推动皇民化运动战时化的形式进行。 其着重于增强台湾人皇

国民意识和发扬日本精神，较之本土的精神动员，战时色彩初期相对薄弱，之后逐渐浓厚。

四、 动员的遗产：从战时到战后

久保亨的《从战时到战后———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认为，日本国内，为发动侵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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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这些政策影响到殖民地。 而在中国，则为抵抗

侵略而建立起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国民。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战时计划和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

建，在战时经济体制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 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度复活，后来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择了彻底实行计划经济的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的《敌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群像———以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山西太南农村

基层干部为例》，讨论了山西太南农村干部在抗战前后的状况。 中共在太南，从县到区到村，为了

推进工作，防止基层干部滥权、腐化，尽可能选派受教育程度高，并有过政治斗争历炼的干部来充任

党政领导。 进而按照中共党、政、工、青、少和民兵的系统，分别将农民组织起来，定期学习、训练并

参加实战。 从长治县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重建党组织的情况看，县长级干部学历最高，区长级其次，村支

部书记级最低。 这里的选任明显是受中共干部总体的教育程度和当时可选干部的范围局限的，但
其特点依旧十分明显，即除政治素质外，干部权责越重，对教育程度的要求越高，家庭出身及个人阶

级成分基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日本爱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黎的《和解与协力：从国防部第三研究组的战后工作考察国民政

府对日本人留用的动员》指出，１９４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国民政府为拟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对策，
召集具有留学日本经历的军官，创设了保密组织“第三研究组”。 该组织留用土居明夫、辻政信等

一批原日军军人，开展第三次世界大战作战对策制定、对苏联情报收集等工作。 另一方面，第三研

究组通过国民政府驻东京代表团的渠道，从日本国内召集了山本敏等原日军军人，筹建国民政府情

报学校，帮助蒋介石政府培训情报人员。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鄢海亮的《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１９４５—１９４７）》，以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盛行的“重庆人”与“上海人”两个特有名词为观察对象，
探究复员语境下复员人员与收复区人民是如何被制造对立的。 这两个特有名词，既是一种地域概

念，更是一种政治概念。 前者备受尊崇，后者则有低人一等之嫌。 战后的惩奸运动则将二者的冲突

与对立推向高潮，两者间隔阂日深，其结果是“上海人”被看作“他者”而不具备享受胜利的资格，
“重庆人”则失去了收复区的人心，国民党统治在隔阂与对立中加速了灭亡。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周俊《中共的南下动员与战时秩序的连锁（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华

北地区的农村与城市的比较》认为动员是理解中共革命的关键词，分别讨论了华北农村及北平市

南下动员问题。 指出华北农村劳动力及粮食不足的社会条件，以及代耕制度的运转不良都对南下

动员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是，中共极富弹性的动员机制最终确保了华北农村南下动员任务的完成。
而在物价高涨、失业人员众多的北平市，参加南下的主要是面临就业问题的大学生及无业青年。 总

体而言，北平市的南下动员较为顺利。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笹川裕史作了《中国复员兵的战后体验———以上海为例》的报告。 １９４９ 年

以后，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士兵复原潮，从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８ 年 ９ 年间复原人数多达 ４９３ 万。 他们

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左右中国命运的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朝鲜战争，他们是东亚战时动员“冲击

与遗产”的一部分。 这些复原士兵被国家塑造成楷模，也被大众所尊敬，但他们大多在现实中不得

不面对各种苦恼，文化水平低等问题也使他们难以适应社会。
日本菲利斯女子学院大学副教授泉谷阳子的《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以河

南省许昌专区为例》指出，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布的《土地改革法》明确要求保护富农经济，讨论最

多的就是富农问题。 毛泽东主张不动富农的土地，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乱打乱杀”的极左倾向，
维护统一战线。 近年来，随着对土地改革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质疑“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

贫苦农民的支持，从而获取了内战的胜利”这种简单的结论，但是完全忽略土地改革因素也是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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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
日本台湾学会会员森田健嗣的《关于日本对台湾战后处理的政策》认为，研究日本对台战后处

理的问题，不仅需要留意日本国内，还要注意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应对。 日本对台湾战后处理之所以

停滞不前，不仅是因为日本国内的问题，还在于台湾方面的消极应付。 戒严令下国民党一党统治时

期，对此积极发声的群体不是来自政府执政党系统，而是来自民间，且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
全部参会论文报告完毕后，进入综合讨论环节。 刘杰教授和《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

员作为主持人，对这次讨论会作了总结。 高士华对波多野澄雄、刘杰等为讨论会顺利进行所做的努

力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今后中日两国抗战史学界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入交流。 波多野澄雄先生表示，
此次会议尽管因台风的关系，议程被迫压缩，但是有事先阅读论文的准备，会议中的讨论相当深入，
达到了交流的目的。

由于台风的影响，有三位日本学者没能赶来参会，他们是广岛大学教授丸田孝志、昭和女子大

学副教授松田忍、早稻田大学讲师岛田大辅。
丸田孝志的《战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冀鲁豫根据地的军事动员和农村社会》指出，随着政治、

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也不断变换敌人与同盟者，中共政策方针的转变，是为了应对难以预测的形

势变化。 中共的群众路线，一贯保持了将下层大众作为积极分子、党员、干部加以使用的指向。 这

种指向性，在运动中，给社会赋予了流动性。 其政治等级划分与动员手法，被 １９４９ 年后的中国所

继承。
松田忍《日本战时动员的方法性特质———关于 ２０ 年代至 ５０ 年代的“生活”》指出，生活的刷

新，是日本战时动员体制的关键所在。 更新人们的人生观与幸福观也是实现动员的一种方法，在动

员中人们的生活不是“作为权利的生活”，而是一种“作为义务的生活”。 从战败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的新生活运动，伴随着日本的战后复兴，最终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
岛田大辅的《对华新政策与太田宇之助———以江苏省经济顾问时期的米粮、田赋政策为中

心》，对太田宇之助的中国认识进行了重新探讨。 太田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开始担任汪伪政府的江苏省经

济顾问，协助陆军和汪伪政权。 岛田大辅认为，太田个人的真实意图是帮助建成非傀儡性质的自主

独立政权，平息和重庆蒋介石政权的争端，最终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

为了准备这次讨论会，日方以 ４０ 岁以下学人为对象进行了征文，结果选用了 ４ 篇在日华人学

人（张圣东、刘黎、邹灿、周俊）和 ３ 篇日本学人（森田健嗣、岛田大辅、藤井元博）的论文，这一方面

说明了在日华人学人的成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的抗日战争研究需要有更多的日本年轻学人参

加。 抗日战争的研究，不仅需要我们努力推进，也需要日本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日本的抗日战争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相对中国抗日战争学界，日本的战争动员研究，涉

及东亚和东南亚等更为广大的地域，强调其历史连续性，值得我们注意和参考。

〔作者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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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Ｇａｏ Ｓｈｉｈｕａ （１４２）………………………………………………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ａ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ａｏ Ｘｉａｏｂｏ （１４７）……………………………………………………………………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Ｙａｎ Ｙｏｎｇ （１５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９
（１５７）………………………………………………………………………………………………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ｕ Ｃｈｅｎｇｊｕｎ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Ｅｒｉｃ Ｈｕｎｄ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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